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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情境下铭文所见
两周青铜礼器的分类与器用

杨 博

[摘要]贵族墓葬的随葬青铜礼器器用是了解商周礼制的重要途径。随葬的青铜礼器,在广义

上均属遣器,但其在入圹之前仍具有此前情境下的器用功能。单纯的遣器功能之外,由铜器铭文可

见,同墓所出整套器物组合原可以有自作器、赗赙物、媵器和分器等多种器用功能。分清同墓所出

组合器物各自的来源与不同的器用功能,墓主自作器作为核心组合的器用功能就会凸显。无论是拼

凑还是自作,墓葬随葬铜礼器的整体组合体现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核心组合所带有的礼制内

涵才是墓主人族群认同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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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礼是商周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通过各种仪式和器物加以规范,从而体现不同的等级与秩序,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相关的仪式称为 “礼仪”,相关的器物称为 “礼器”。青铜礼

器是商周时代 “礼”物化的重要形式。礼器应用于各种 “礼仪”之中,即为 “器用”。不同的礼器

与礼器组合具有不同的器用功能。如 《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记载:“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玤,
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①
周天子巡视虢公所守之地,郑伯享王请器,王予鞶鉴,而予虢公爵,爵作为礼器重于鞶鉴,郑伯因

而认为周王重虢轻郑,说明礼器起到了区别亲疏贵贱的效应。类似的事例,还见于同书庄公十八年

所记虢公、晋侯朝王,王皆赐 “玉五瑴,马三匹”。同书评价为 “非礼”,认为 “王命诸侯,名位不

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②。即言虢公、晋侯地位不同而被赐予相同的礼器和相同的礼器组合,
因而是不合 “礼”的。

由于特殊的埋藏形式,墓葬成为考古学遗存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未被破坏

的特定场景。随葬器物及其礼制意义,似可借由这些器物在墓葬中与墓主、葬具等的空间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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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窥端倪,这种 “情境”亦是其他非墓葬类遗迹中难得一见的。① 通过考察墓葬中的铜礼器样式及

其铭文风格,推究器用组合的差异,原是分析商周墓葬中礼制系统的有效途径。② 将同墓出土的所

有铜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即对铜器组合或铜器群的整体研究也是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研究的重

要学术路径。③ 不过随着考古发现的日增和认识的进步,如随州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某位曾侯所

作的同批礼器,这些礼器具有明显成组的特性,在金相实验中亦可证明应为同时同人所作④,但在

下葬时,原有组合被打散重置并形成新的组合关系。这样商周贵族随葬的青铜礼器组合即存在 “生
作”与 “死用”的不同情境。又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学者也注意到其随葬铜礼器的铭文可分为9
组,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些铜礼器视为一个整体,是否可以得出审慎的认知是值得追问的。汤毓赟进

而提出殷墟某些墓葬随葬的 “成套”青铜器 (组合)中存在不同的 “批次”(构成)。⑤ 这种对组合

的 “解构”,严志斌认为其不失为对墓葬随葬铜礼器组合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随葬铜礼器组合的

史学意义,在综合分析器类、铭文、来源与组合多方面后再进行整体研究,或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

发现。⑥ 需要说明的是,墓葬以外,窖藏也是商周铜器出土的重要情境。例如,周原遗址就以数量

众多的铜器窖藏闻名于世。周原窖藏出土的铜器大都为宗庙祭器,铸造精良,铭文众多,是研究西

周礼乐制度的绝佳材料,备受学界关注。⑦ 辽宁喀左、四川竹瓦街等地出土的窖藏铜器,笔者亦有

小文讨论。⑧ 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单位出土青铜器中的墓葬出土情况,而殷墟时期贵族墓葬的铜器组

合问题,前述汤毓赟、严志斌等先生近来已有比较系统的讨论⑨,故下文拟以两周时期贵族墓葬同

墓所出的青铜礼器铭文、组合为基础,探究青铜礼器器用性质的转换问题,以供师友同好批评。

二、单纯的 “遣器”

遣器,《仪礼·既夕礼》有:“书遣于策。”郑玄注:“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贾公彦

疏云:“遣送死者明器之等……策书明器之物。”􀃊􀁉􀁒 《既夕礼》下文又有:“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
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郑玄注:“公史,君之典礼书者。遣者,入圹之物。君使

史来读之,成其得礼之正以终也。”􀃊􀁉􀁓 丧礼中随葬入圹的礼器还需有 “公史读遣”的仪节。􀃊􀁉􀁔 所谓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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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即墓葬中给墓主随葬的明器。
考古发掘所得的随葬品,呈现的是在丧礼情境结束下的完成式。在此意义上讲,墓中随葬的青

铜礼器,均应属于遣器。上文已述,不少随葬礼器在入圹之前还有其他礼仪应用,故这里讨论的是

作为丧葬专用礼器的 “明器”。《既夕礼》:“陈明器于乘车之西。”① 其后描述了葬日在宗庙举行大

遣奠仪式中需要用到的礼器,如苇草制的苞,菅草编的筲,以及陶制的盛放醯、醢的罋,盛放酒醴

的甒等等。这些物品加上死者生前用过的器物,如盘、匜等用具,戈、矛等兵器,在葬礼结束后均

要放入墓圹。战国晚期的荀子在 《礼论》篇中曾专门举出丧礼中使用的一系列器具,即其所云的

“木器不成斵,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用”等。薄器,杨倞注:“竹苇之器”。按荀子的说法,这些

器物的特点是专为葬礼特殊制造,徒有其貌而不具备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功能的。丧礼中使用这些

器物的目的是 “送死,饰哀也”。②
两周之际至战国中期的墓葬考古发现中,已出现大量微型或小型的不具备实用功能的青铜明

器。如北赵晋侯墓地M93棺椁之间放置铜礼器两套,一套实用器16件,置于椁室东侧;另一套明

器8件,集中放置于椁室东侧偏北处。明器组合为:

食器:重环纹鼎一、素面簋一;
酒器:素面爵一、三角纹觯一、斜角云纹尊一、重环纹卣一、云纹扉棱方彝一;
水器:素面盘一。

M102晋侯夫人墓明器组合为:

食器:鼎一、簋一;
酒器:爵一、觯一、方彝一;
水器:盉一。③

该组墓所见明器种类鼎簋、爵觯、尊卣等组合,各墓均只出一件,且器类不重复,其组合形式

应是仿自西周早期的实用礼器,惟器形特征有别④,体现出 “明器”在造型、装饰和制作等方面的

微型和拟古的倾向。⑤
此类器物以外,由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早期已有专门的遣器。1999年,张光裕先生曾撰文公布

了一组西周早期由否叔所作的7件铜器:尊一卣一、爵二觚二觯一。器铭分别为:

否叔献彝,疾不已。为母宗彝则备,用遣母霝 (尊、卣);
否用遣母霝 (觚一);
用遣母霝 (觚二);
用遣 (爵);
遣 (觯)。

张光裕先生已经指出,铭文中的 “遣”,即 《仪礼·既夕礼》中 “书遣于策”的 “遣”。“霝”
字铭文作 “ ”。张先生认为 “用遣母霝”有两种解释:一是作为名词,可以理解为否叔母亲的

名字;二是读为金文中习见的 “霝终”之霝,训为 “善”。张先生采用了第二种解释,“用遣母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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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母有善终,因以为遣”。否叔为其母所作的这7件铜礼器,主要目的是为了遣送母灵。① 陈英

杰也将 “ ”释为 “霝”,读为神灵的 “灵”。陈先生认为铭文是说否叔患病一直不能痊愈,他以

为是母亲的神灵在作祟,所以为母亲制作了一套礼器。“用遣母灵”就是遣送作祟的母亲的神灵。②
李学勤、李春桃等先生则将其释为 “星”,读为 “眚”,训为 “灾”;认为铭文大意是否叔认为母亲

鬼魂作祟,使自己生病很久,因此作铜器奉献给母亲,以遣送母亲鬼魂作祟所带来的眚灾。③ 吴镇

烽先生将其释作族氏铭文 “聑 ”,表示否叔是 “聑 ”家族的人氏。④ 否叔组器器铭的释读与理解

虽然还有争论,但正如张先生所言,无论 “遣”作何种解释,这组铜器是用来 “伴随母亲一起遣送

的随葬品”⑤;是否叔为死去的母亲随葬所用,则是可以肯定的,故应是一组单纯的 “遣器”。⑥
可为此说佐证的,是2006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黎城西关楷侯墓地,发掘春秋早期的M7仲考

父墓中所得的一组 “遣器”。该墓所出M7:39仲考父盘内底铸铭为:

仲考父不录,季姒耑誓,遣尔盘、匜、壶两、簋两、鼎一,永害福尔后。

仲考父,据同墓地M8所出楷侯宰吹壶铭、楷宰仲考父鼎铭可知,其曾为楷侯宰,名吹,字仲

考父。不录,即 “不禄”,夭折之意。《礼记·曲礼下》: “短折曰 ‘不禄’。”⑦ 季姒耑誓,耑,即

端。季姒,据M8所出楷宰仲考父鼎铭可知,其为仲考父夫人,M8的墓主。永害福尔后,害,严

志斌读为 “匃”,意为乞也,行请也。⑧ 后,即指后代子孙。盘铭大意是仲考父早夭,其夫人季姒

端正为誓,以盘、匜、壶两、簋两、鼎一随葬,祈求仲考父福佑后世子孙。M7同墓所出青铜礼

器,正是横鳞纹鼎1、瓦棱纹簋2、龙纹方壶2、横鳞纹盘1、窃曲纹兽足匜1的组合,与M7:39
盘铭所记的器类及数量若合符节。⑨ 虽然只有盘铸有铭文,但是M7随葬的鼎、簋、壶、盘、匜等

应即是盘铭所记的这组遣器。
遣器之外,专为死者随葬铸造的青铜器还包括行器、赴器、从器、走器等,前述吴镇烽、严志

斌等先生已有精当的研究。􀃊􀁉􀁒 严志斌更是提出,铭文中的遣器,始见于西周早期,晚至春秋晚期,较

“赴器”“行器”延续更长时间,可以用 “遣器”一名来统称􀃊􀁉􀁓,笔者以为可从。这里值得再强调的还

有 “葬器”。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随州义地岗墓地,发掘春秋晚期的M6曾公子弃疾墓。􀃊􀁉􀁔
其中随葬的M6:11、M6:13两件曾公子弃疾簠,M6:6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在器物自名 “簠”
“甗”前有 “”字,发掘者释为登,读为 “升”。黄杰认为此字与楚金文中的 “登”字差距很大,
而与秦简中的 “葬”字非常接近,应释为葬,其说可从。􀃊􀁉􀁕 联系同墓所出相关器物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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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550 551页,线装书局,2008。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李春桃:《否叔诸器铭文释读———兼

释甲骨文中的 “眚”字》,载 《文史》,2019(1)。
⑥ 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载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5辑,21 46、21 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礼记正义》卷5,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748页,中华书局,2009。

􀃊􀁉􀁓 严志斌:《遣器与遣策源起》,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0)。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发掘简报》,载 《江汉考古》,2020(4)。
另可参见张闻捷:《楚国青铜礼器制度研究》,30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杨华:《“大行”与 “行器”———关于上古丧

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载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发掘者作 “曾公子去疾”,徐在国先生指出 “去”字形体与楚文字中常见的 “去”字形体明显不一样,当释为 “弃”。参见徐

在国:《曾公子弃疾铭文补释》,载中国文字学会 《中国文字学报》编辑部编:《中国文字学报》第5辑,80 82页,商务印书馆,
2014。

黄杰:《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中的 “葬”字》,简帛论坛,2012 11 05;鞠焕文:《古文字 “葬”字简释》,
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编:《中国文字研

究》第23辑,46 4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禤健聪:《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载 《中原文物》,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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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子弃疾之行鼎 (M6:9鼎);
曾公子弃疾之葬簠 (M6:13簠);
曾公子弃疾之葬甗 (M6:6甗);
曾公子弃疾之行壶 (M6:6壶);
曾公子弃疾之行缶 (M6:5缶)。①

一方面,随葬礼器以 “葬”为自名,表明其正是专门为逝者铸造的随葬品;另一方面同墓同组

器物的自名 “行”与 “葬”,也直接证明了 “行器”与 “葬器”的性质一致。② 这些可统称为 “遣
器”的青铜礼器,都是特地为葬礼和随葬而作、而用的。

三、“赗赙”的礼器

赗赙是丧礼中以财货助丧的仪节,具体有赙、赗、襚、含等不同名称。《公羊传》隐公元年:
“赗者何? 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何休注:“赗
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襚犹遗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赗赙,知死者赠襚。”③
《公羊传》提到的不同名词分别指称不同的助丧形式,《荀子·大略》更为详细,即 “货财曰赙,舆

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④,其意是指赠和

襚是送给死者带入地下的物品,赗与赙则赠予死者家属使用;这与 《仪礼·既夕礼》所言 “知死者

赠,知生者赙”的原则基本一致。⑤ 《左传》文公五年孔颖达疏引郑玄 《箴膏肓》又有:

礼,天子于二王后之丧,含为先,襚次之,赗次之,赙次之。于诸侯,含之,赗之,小君

亦如之。于诸侯臣,襚之。诸侯相于,如天子于二王后。于卿大夫,如天子于诸侯。于士,如

天子于诸侯臣。⑥

郑玄提出不同的助丧物有时间顺序,分别在葬礼的不同阶段馈赠:含最先,次为襚,继之为赗

与赙。此外,不同的助丧物还与助丧者和死者的身份有关。只有天子吊二王后和诸侯相吊,需要四

者俱全。天子吊诸侯、诸侯吊卿大夫都仅有含与赗,无襚;天子吊诸侯臣、诸侯吊士,则仅有襚,
无含与赗。这样文献所载区分助丧品的标准有:助丧财货的形式及其归所、次序以及助丧人和死者

的身份等级。田天曾将之与 《左传》的记载对照,认为 “襚”的应用最为广泛。“赗”仅用于周天

子对诸侯国的助丧,“赙”仅出现一次,其他助丧财货的记载也十分有限。而战国以来,赙、赗二

词经常混用⑦,成为助丧仪节的主要指称。
据墓葬考古发现来说,赙赗品随葬后,在形制上一般会混同于丧家自备的随葬品 (包括墓主自

作器与丧主为逝者所作的单纯遣器),无法明确区分,而器物铭文对追索其赙赗的性质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妇好墓中至少包括亚弜、亚其、亚启、束泉 (或子束)等不属于妇好本人的器物,这应

是商代赗赙制度的体现。⑧ 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贵族墓葬经常出现的 “一墓多族徽”的现象,即同

墓所出青铜器带有多种族氏铭文,如小屯M18有4种,灵石旌介M1有4种,甘肃白草坡西周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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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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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载 《江汉考古》,2012(3)。
吴镇烽:《试论古代青铜器中的随葬品》,载朱凤瀚主编:《青铜器与金文》第5辑,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771页,中华书局,2009。
梁启雄:《荀子简释》,368页,中华书局,1983。
《仪礼注疏》卷39,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2498页,中华书局,2009。
《春秋左传正义》卷19上,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000页,中华书局,2009。
田天:《<左传>所见助丧制度小考》,载陈晓露主编:《芳林新叶———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2辑,5 14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9。
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载中国文物学会等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309页,文物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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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有10种,叶家山M27有6种等等。据研究这些青铜器就有可能是其他家族来参加丧礼时的赗

赙品。①
两周时期的各诸侯国族墓地中,均可见明确为赗赙的青铜礼器。例如河南平顶山应侯墓地

M242旡墓中随葬的西周早期柞伯簋②;作器者柞伯 “用作周公宝尊彝”,说明柞伯是周公的儿子,
柞国的始封君。应国与柞国都属姬姓,是文王子孙,在西周早期关系密切。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

地M1034所出西周中期的叔骨父簋,簋铭 “侯休作叔骨父庙”,所记是侯为叔骨父营立宗庙之事,
器主叔骨父或为侯之弟,或为侯之子,身份一时难以确定。惟霸国国君都称霸伯,簋铭 “侯”应非

霸君,叔骨父当亦非霸国贵族,故也不会是 M1034的墓主。因此该簋似亦为赗赙之物。③ 琉璃河

西周燕国墓地西周早期墓IM251中出土有两件形制相近的觯,其铭分别为:

乙丑,公仲锡庶贝十朋,庶用作宝尊彝 (IM251:8庶觯);
乙丑,厝锡贝于公仲,用作宝尊彝 (IM251:9厝觯)。④

两篇铭文记载的是同在乙丑这天,公仲分别赐贝给庶、厝两人。厝、庶两人的关系显然很

密切:两个人在同一天受到同人的同一性质的赏赐物,在此之后决定为了纪念此事作器,器类

均选择了觯,且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铭文格式也基本一致。赐贝是殷人传统⑤,IM251
的墓主传统认为是周人,故庶或厝似均非墓主。这套兄弟作器则亦是赗赙之物。⑥ 天马-曲村晋

国墓地另见两人合作一套组合器赗赙的情况。如曲村西周中期墓 M6384出土的一套盘、盉,其

铭分别为:

家父作宝盃,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 (M6384:5盘);
晋仲韦父作旅盉,其万年永宝 (M6384:15盉)。⑦

这两件器物即应是当时埋葬墓主人时,晋国贵族韦父与家父兄弟合赠的一套助葬水器。单类或

盥洗组合之外,还见有墓中主体器类均为赗赙品的情况。如严志斌已注意到的,湖北随州枣树林曾

国墓地M191曾公求夫人芈渔墓,该墓同出的三件列鼎、四件列簋与壶等众多礼器的铭文显示,它

们均是唐侯为曾侯、曾侯夫人所作 “行器”。⑧ 同墓所出20件礼器中只有四件铜鬲可明确为曾夫人

芈渔自作⑨,占比仅为20%,而明确为赗赙品的礼器比例却不低于40%。
赗赙的青铜礼器一般会同时制作,所以形制、大小等基本一致,惟铭文会有区别,以显示器物

由何人所赠,某些特定情形下,还会出现多人拼凑一组器物的情况。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M2小邾

君庆墓所出四件簠大小、形制与纹饰近同,器盖与器身铭文不同,分别为:

鲁酉子安母肈作簠,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M2:11器盖);
正叔之士庆艅作旅簠,子子孙孙永宝用 (M2:11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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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载 《江汉考古》,2013 (4);严志斌: 《关于殷墟的 “族邑”问题与

“工坊区模式”》,载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10)。当然 “一墓多族徽”出现的原因除了赗赙制度以外,亦可能与克商后

周人 “分殷之器物”有关,下文有进一步的讨论。
王龙正等:《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载 《文物》,1998(9)。
黄益飞:《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载 《中原文物》,2020(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171 172页,文物出版社,1995。
刘源:《商末至西周早期赐贝研究———兼论册命制度的历史渊源》,载 《历史研究》,2022(5)。

石安瑞 (Ondřej
 

Škrabal):《两周金文非叙事性铭辞与社会观念的演变》,94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9。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 (1980—1989)》,500 501页,科学出版社,2000。
严志斌:《遣器与遣策源起》,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载 《考古》,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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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酉子安母肈作簠,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M2:12器盖);
鲁宰虤作旅簠,其万年,永宝用 (M2:12器身)。
毕仲弁作为其北善簠,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M2:13)。
子皇母作饙簠,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之 (M2:14)。①

由铭文可见,这四件簠是由5人铸造而后拼凑成组的。发掘者曾提出 “是错置还是拼配,不得

而知”②。由于目前所见各种铜器资料中,均无相应的庆艅簠器盖、鲁宰虤簠器盖以及鲁酉子安母簠

器身等青铜礼器出现,陈絜联系殷墟小屯M18子渔墓的随葬礼器多由他族赠予拼凑的情形,指出这

种临时拼配即应与赗赙制度有关。③5人中有男性三人:庆艅、鲁宰虤与毕仲;女性二人:鲁酉子安

母与子皇母。作器者地位似乎鲁宰虤最高,庆艅是士;鲁酉子安母与子皇母均为子姓女子,应属小邾

国的姻亲。鲁国在山东,而毕仲弁之毕似应属东土妊姓毕族④,鲁、毕均与小邾国地域相近,由此可

见同姓亲族、姻娅以及地域相接、联系紧密的国族会在主家丧礼中提供赗赙品来助丧的器用情形。

四、原是 “媵器”的遣器

赗赙的器物,有部分可能是专为丧礼而作,另有部分原是实用器。作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铜礼器的大宗,媵器则几乎全部为实用礼器。媵,《仪礼·士昏礼》:“媵布席于奥”,郑玄注:“媵,
送也。谓女从者也。”⑤ 《燕礼》亦有 “媵觚于宾”,郑玄亦有注云 “媵,送也。”⑥ 媵器即贵族女子

出嫁时用于送嫁的礼器。两周青铜礼器中的媵器,有铭文中带有 “媵”字的狭义媵器和铭文中虽无

“媵”字,但根据作器者和受器者国别、姓氏关系以及出土地点和组合器物可以判断出的广义媵器。
媵器包括 “同姓媵”“异姓媵”和 “姪娣媵”。⑦ 作器者可以用7种名义为出嫁女子铸造媵器,分别

是父母双方、父亲、母亲、兄长、主嫁国、来媵国和宗主国。⑧ 从出嫁女子人数看,有同时出嫁两

人而同器铸铭的,称谓在前的是主嫁的嫡女,居后的是来媵的姬妾。⑨ 周原扶风康家村出土有著名

的函皇父窖藏,其中函皇父作琱妘器相关铭文如下:

函皇父作琱妘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琱妘其万年子

子孙永宝用 (函皇父盘,《铭图》14523)􀃊􀁉􀁒;
函皇父作琱妘尊兔鼎,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函皇父鼎,《铭图》02111);
函皇父作周妘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函皇父匜,《铭图》14921)。

据铭文所记,函皇父为琱妘制作的礼器有尊器一具、盥洗器盘盉一套,总数不少于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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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两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简称 《铭图》。
函皇父器铭所记器物不少于25件,但目前只见到6件可认为当时同批所作之同组器物,似可推测同批所作之同组器物,存在

着不同用途和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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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曾联系王仲皇父盉 (《铭图》14775)铭文 “王仲皇父作尾妘盘、盉,其万年子子孙永宝

用”,引杨树达 《积微居金文说》所论作器者即函皇父,认为 “琱不能是妘姓”“函氏仍系妘姓,琱

妘、尾妘是皇父嫁予琱氏、尾氏的两个女儿”。① 与函皇父器群同出的有函交仲簠 (《铭图》05788)
和会妘鼎 (《铭图》02056)。朱凤瀚先生曾据前者,并联系出土于周原齐家村的琱我父簋 (《铭图》
05032),指出康家村应是函皇父家族的居地,而齐家村应为琱妘的母家琱氏族人所居。② 陈昭容先

生由此认为会妘鼎与函皇父作琱妘器同出,似可作 “同姓相媵”理解,即郐氏的妘姓女子作为琱氏

妘姓女子的同姓陪媵女,一起嫁到康家村的函氏家族。③ 无论作何理解,函皇父作琱妘器群作为媵

器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一般情况下,为贵族女子出嫁所作的媵器在婚礼送嫁之后,就不会和作器者有很大的关系了。

其支配权会转移到出嫁女子或夫家手中。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早期偏晚的M1霸伯墓中出有

匽侯旨为其小姑出嫁到霸国制作的尊卣。④ 山西绛县横水墓地西周中期偏早的 M2158倗伯墓中,
随葬的具铭媵器有芮伯作王姊器、芮伯作倗姬以及太保器和鲁侯器等三组: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甗,其眔倗伯万年用享王逆侜 (甗铭);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盘,其眔倗伯万年用享王逆侜 (盘铭);
芮伯拜稽首,敢作王姊盉,其眔倗伯万年用享王逆侜 (盉铭);
芮伯作倗姬宝媵簋四 (簋铭);
鲁侯作宝尊彝 (鼎铭);
太保铸 (鬲铭)。

发掘者已注意到,随葬品中的两组芮伯作器均是媵器,其中 “芮伯作王姊”甗、盘、盉显然与

“芮伯作倗姬”媵簋不是同组器物,但二者年代相近,推测是周穆王的姐姐嫁予倗伯,芮伯作为同

姓媵嫁。年代较早的鲁侯鼎和太保鬲,亦可能是同为姬姓的鲁侯和太保家族致送的媵器。⑤ 黄益飞

指出,天子嫁女,须由同姓诸侯摄行父事,为其女主婚。穆王之姊嫁于倗伯,应该是同姓的芮伯来

为其主婚。芮伯摄行父事,并以己女芮姬媵嫁,芮伯作倗姬媵簋的 “倗姬”即为王姊媵嫁之女,如

此芮伯之女倗姬即是王姊之姪娣媵。⑥
另一方面,墓葬考古发现中又得见一些所谓 “媵器返回作器者墓地”的情况,特别是为

本家族女儿所作的媵器,或因出嫁女子被夫家休弃,或丈夫早亡,出嫁女子可能携媵器返回

母家;而父母兄弟亡故后,出嫁女子或其夫家也可能以媵器作为赗赙品来吊生送死。这是因

为出嫁女子与母家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文述枣庄东江小邾国墓地 M1还出有邾友父

鬲四件,其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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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229 230页,文物出版社,1990。王仲皇父盉,王文昶先生认为是苏州周梅谷仿造的,参见王

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载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1)。
由于王仲皇父盉铭文疑为伪造,朱凤瀚先生指出,皇父之姓目前似不可确知,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415、423

页,商务印书馆,2022。
陈昭容:《两周婚姻关系中的 “媵”与 “媵器”———青铜器铭文中的性别、身分与角色研究之二》,载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2006(77本2分)。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一号墓发掘》,载 《考古学报》,2020(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158发掘简报》,载 《考古》,2019(1)。
陈昭容:《两周夷夏族群融合中的婚姻关系———以姬姓芮国与媿姓倗氏婚嫁往来为例》,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

《两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94 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由

芮伯作王姊诸器的形制看,其年代应稍早于芮伯作倗姬簋,短短数年之间铜器作器风格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一现象似乎暗

示西周铜器在穆王时期呈现出的新变化或是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的,其发生的确切年代似在穆王初年。参见黄益飞:《天子嫁女与同

姓主婚———略论山西绛县横水墓地M2158所出媵器》,载 《考古》,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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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友父媵其子胙曹宝鬲,其眉寿,永宝用。①

由铭文可知,小邾国与胙国是姻亲,这四件鬲是小邾国君邾友父为其出嫁到胙国的女儿所作的

媵器,但却随葬在小邾国的墓地。由于墓葬和器物年代均在春秋早期,与胙国被灭的时代相近,此

应与胙国灭亡的事件有关。或许邾友父之女尚未出嫁,胙国已然灭亡;当然也可能是在南燕兼并胙

国时②,其女携带媵器逃回母家,甚至仅仅是将这些礼器转移回母国,在其兄弟去世时,将这些媵

器随葬在墓中。③ 曾芬甜曾对 “媵器返回作器者墓地”的情况做过一些统计,除邾友父鬲外,还有

如绛县横水M2508西周墓所出倗番生媵 媿簋、曲阜鲁国故城M202春秋墓所出鲁伯者父媵孟姬嫞

盘、安徽寿县蔡侯申墓所出蔡侯申媵大孟姬组器 (尊二缶一盘一)等等。由此,河南南阳夏饷铺鄂

国墓地M16、M19两墓所出四件 “鄂侯作孟姬媵壶”(M16:3、4,M19:7、10)④,亦不排除是

春秋早期的姬姓鄂侯为本国女子出嫁所作的媵器。在随孟姬到夫家之后,它们又因为上述的某种原

因回到鄂国,最后作为鄂侯或鄂侯夫人的随葬品下葬。⑤

五、原为 “分器”的遣器

“分器”有两种,一种是俘获分器,一种可暂名为大宗分器或遗赠分器。⑥ 前一种学界一般认

为是指周人翦商后,周武王将掳获殷人贵族的大量玉器和青铜礼器分赐给有功之臣。玉器据 《逸周

书·世俘》记载有 “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⑦,具体数目或有讹误,但克商后周人对殷商贵族

的宝器进行过掠夺,应该是事实。据传 《尚书》中原亦有 《分器》篇记载此事,正文惜已失传,唯

见 《书序》存有 “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 《分器》”⑧。《史记·周本纪》应据此也说到

武王克殷后,曾 “封诸侯,班赐宗彝,作 《分殷之器物》”。裴骃集解引郑玄云:“宗彝,宗庙樽

也。作 《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⑨,即将殷商贵族的宗庙彝器赏赐给随武王伐商有功的人。这种
“分器”的情况,在西周初期贵族墓葬中的体现,即是大量多而杂的 “族氏铭文”加入墓葬整体器

用组合。􀃊􀁉􀁒 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和宝鸡石鼓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大量带有殷墟风格,且缀

有 “族氏铭文”或日名的青铜礼器,就是此类 “分器”现象的典型例子。􀃊􀁉􀁓
此类 “分器”,从广义上说是周人克商后对战利品的瓜分。􀃊􀁉􀁔1973年陕西岐山贺家村M1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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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枣庄市博物馆、枣庄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枣庄市东江周代墓葬发掘报告》,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海岱考古》第4
辑,146页,科学出版社,2011。

参见杨博:《北白鹅 “大保匽中”器铭与南燕》,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编:《古文字研究》第34辑,242 244页,中华书局,2022。
袁俊杰:《小邾国媵器随葬于本国贵族墓地原因探析》,载 《华夏考古》,2008(2)。
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

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均载 《江汉考古》,2019(4)。
参见曾芬甜:《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载 《出土文献》,2022(2)。
此承何驽先生教示,笔者谨致谢忱!
黄怀信等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卷4,4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尚书正义》卷12,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409页,中华书局,2009。
司马迁:《史记》卷4,126 127页,中华书局,1982。
张天宇:《一墓多族徽与商周分界》,载 《江汉考古》,2016(6)。
参见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 “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上)(下),分载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12(83本4分)、2013(84本1分);林森:《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所见 “分器”现象研究》,载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
225 231页,科学出版社,2015;张懋镕:《西周早期铜器墓的分类与族属———兼论 “分器”现象》,载苗长虹主编:《黄河文明与
可持续发展》第12辑,1 1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左传》桓公二年宋国大夫华父督以郜国大鼎赂鲁桓公;成公二年齐侯命大夫国佐将灭纪国得到的纪甗赠予晋国;襄公十一年
晋侯把郑国送来的半数青铜乐器赏赐给大夫魏绛;襄公十九年鲁襄公用吴寿梦鼎赂晋国大夫荀偃;昭公七年晋侯赠给为他治病的
子产两件莒国方鼎。这些青铜礼器大都是通过征战、灭国而掠夺而来的,严格意义上讲也属于战利品,即阮元所谓 “以小事大而赂
以重器者”“以大伐小而取为重器者”。参见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篇》,载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 2页,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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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卣的年代在殷墟晚期,而斝和瓿则属于二里冈向殷墟早期过渡的形式;瓿、簋、卣上又分别有

三种不同的 “族氏铭文”。① 根据墓主是周人,林沄先生早已指出这些带有不同 “族氏铭文”的青

铜器都是周人的战利品。② 郑州洼刘ZGW99M1西周墓的出土器物,亦并非是同一器主同时制作

的。除M1:7与M1:8两件同形卣与M1:10尊皆铭有 “ 乍父丁宝尊彝”,知其是一组器物外;
M1:1圆鼎有铭文 “ 父丁”,M1:2圆鼎有铭文 “亚其父乙”,M1:3分裆鼎铭 “史父辛”,M1:
9长颈圆腹卣铭文 “ 丁父乍宝尊彝”等③,可以肯定这批铜器是有不同来源拼合起来的随葬组

合。然而由于墓葬先已在施工中被破坏,墓主暂不能判定是殷遗民还是周人④,该墓拼凑的青铜礼

器,若作为赗赙品反映的是殷遗民与其他族氏间的姻亲或族亲关系;或其中一些器物当属周人克殷

后的 “分器”。⑤
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为何出现拼凑礼器的现象值得留意。笔者曾排比过西周早期石鼓山、竹园

沟、白草坡、高家堡到洛阳东郊等西周统治核心区域内贵族墓葬随葬铜礼器组合,与叶家山曾侯、
羊子山鄂侯、琉璃河燕侯、被怀疑是管的郑州洼刘等西周封国的随葬组合,以及大河口霸氏、前掌

大史氏等地随葬组合,发现周人随葬礼器制度早在西周初期已基本成型。⑥2015年公布的清华竹

书 《封许之命》中,记载有成王册命时赠赐吕丁的一套 “荐彝”。所谓 “荐彝”,是祭祀献神的一套

礼器,虽非墓葬中随葬礼器组合,但也是一套祭祀用的礼器。据学界研究,其器物组合可还原为:

食器:鼎、簋、鬲、簠;
酒器:爵、觯、觥、卣、壶、勺、禁;
水器:盘、盉、鉴、盂等。⑦

将上述组合与前述石鼓山、叶家山等墓葬所出器用组合联系,似可发现其基本组合是比较一致

的;具言之,与石鼓山M4的随葬礼器组合最为接近。⑧ 这样周初,周王分封诸侯时赏赐的器物应

该是有一定标准的。⑨ 对照 《封许之命》,石鼓山墓葬中随葬殷遗铜器这种特殊现象便有了一个较

合理的解释,即族氏铭文器物加入整个器物组合,构成完整的礼器器用组合关系。而由器用区位关

系等方面看,墓主本人或宗族自作之器物处于器群、器物组合的核心位置,族氏铭文器物在墓主人

的器用组合中,如叶家山 M27随葬鱼伯彭尊、卣组器、M107随葬戈父乙尊、卣组器等,起到的

是其作为尊、卣等类单纯酒器的器物功能,铭铸在其上的铭文,如 “戈父乙”等,是超脱此器用情

境的。􀃊􀁉􀁒
“分殷之器物”之外,另一种 “分器”,即遗赠分器,是指同一个人所作的器物被分别埋藏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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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笔者曾推测贺家墓地或与姬姓的荣氏存在一定联系,参见杨博:《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载 《四川文物》,
2021(3)。韩巍认为贺家墓地在董家村以南不远,董家窖藏属于裘卫家族,贺家也可能是裘卫家族 (旅氏)族人的墓葬;参见韩

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114 115、237页,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
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载 《林沄学术文集》,2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由于

墓中所出青铜器跨越年代较长,前引黄铭崇、张懋镕等先生认为其应是长年收集的结果,“并非所有器物都是分器时所得”。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洼刘村西周早期墓葬 (ZGW99M1)发掘简报》,载 《文物》,2001(6)。
据简报现场调查恢复的墓葬原貌,其 “罍甗相邻”的器用区位特征似与殷遗民有关。参见杨博:《殷墟青铜容礼器的器用组合

与区位特征》,载 《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1376 13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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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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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墓葬中。① 前述叶家山曾侯自作同铭礼器的分散随葬即属此类情况。作器者,如 M65墓主曾侯

谏将一部分自己所作的礼器,如曾侯谏鼎等,分赐给子辈M28曾侯、妻子M2曾侯夫人,或其他

宗族成员如M3的墓主使用,两代甚至几代人之间还可能存在着礼器的传承,即铭文所见作器者并

非皆为器物的实际使用者。泾阳高家堡墓地,亦出有两件同形 “父丁”方鼎,分别见于M3、M4。
朱凤瀚先生曾指出,M4所出的父癸器承自 M3墓主人,M1所出 “戈父己”器承自 M4墓主人。
故两件同形方鼎,M4应亦是得自M3墓主人②,也是铭文器物代际传承的一种体现。

过去罗森先生等提出的西周中晚期 “礼制改革”,其重要指标即礼器的体量明显加大及器表装

饰的变化,以增加在宗庙祭祀场合使用时的瞻仰性与庄严性。③ 李峰先生提出,铭文书写揭示出青

铜器的运用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其铭文深入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铭文使用的一个重要环境就是

家内宴飨,这在铭文和传世的西周诗篇中有很多记载。器物在这些由作器者的家人,也包括亲戚、
友人、同僚在内参加的社交场合,乃至宗族内宗教祭祀的场合不断使用。④ 前述曾侯谏器似亦不能

排除在家内宴飨为宗族成员共同使用的可能。叶家山M27、M28曾侯方鼎即存在器、盖错置现象。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M111与M27的曾侯方鼎。M111:80盖铭为 “曾侯作宝尊彝鼎”,器内壁铭文

为 “曾侯作宝尊鼎”。与M27:23方鼎正好相反,M27:23盖铭为 “曾侯作宝鼎”,器铭 “曾侯作

宝尊彝鼎”,“侯”字也为反书。此说明这两件方鼎在入葬前已弄混。⑤ 循此似说明曾侯墓葬的同铭

礼器这类实用器,在庙、寝等礼仪情境中被经常使用。在上述实用场合中,或由于某次疏忽,导致

方鼎的器、盖错置。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北京琉璃河新发现的M1901墓葬中圉簋、伯鱼簋这两件

青铜簋的簋身和簋盖也发现有倒置现象。⑥ 朱凤瀚先生近年根据叔 父卣、伯 组器与卫簋及新见

宗人鼎、簋等同铭礼器,论证在贵族内部,宗庙祭器有较统一的管理与制造程序。大宗可能控制着

整个家族的作器,特别是小宗对祖先的祭祀。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在贵族家族内被严格执行,大宗不

仅有管理权,有时候还会为小宗作器或赏赐小宗礼器,即所谓 “大宗分器”。⑦

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同墓出土有17件铜器,其中两件 簋同形,铭文基本相同⑧,分别作:

作北子柞簋,用馈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铭图》04951)
作北柞簋,用馈厥祖父日乙,其万年子子孙孙宝。(《铭图》04952)

李学勤先生曾论定所谓 “北子”即别子,也即是支子。⑨ “祖父日乙”是 “祖日乙”与 “父日

乙”的合称。“ ”为大宗宗子,“柞”为别子,是小宗。􀃊􀁉􀁒 “用馈厥祖父日乙”的主语当是北子柞

而非 “ ”,“厥”指代的亦是北子柞,这样的省略和指代关系西周金文多见。因此 “厥祖父日乙”
是柞的父祖,不一定是 “ ”的祖、父。杨坤引豦簋铭 “赐厥臣弟”(《铭图》05173)、宗人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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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安父作朕叔弟宗人宝簋”(《铭续》30440)等,指出当时已有 “弟”的称谓,若 与柞为兄弟,
当称其为 “弟”而非 “子”。北子柞可能是 的子侄。 给柞作器,让其祭祀父、祖,正是同墓所

出大宗为小宗作器以督导其祭祀的例子。①
小宗作器也会自觉遵从大宗。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1006倗伯墓中出有两件倗伯簋和一套

仲 人盘、盉②,其铭文分别作:

倗伯肈作芮姬宝簋,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匃百福,其万年永宝,子

子孙其万年用,夙夜于厥宗用。(M1006:66、122倗伯簋,《铭续》30442)③
仲 人肈作 姬宝盘,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匃百福,其万年永宝,

子子孙其万年用,夙夜享孝于厥宗用。(M1006:20仲 人盘,《铭三》41218)④
仲 人肈作 姬宝盉,其用夙夜享于厥宗,用享孝于朕文祖考,用匃百福,其万年永宝,

子子孙其万年用,夙夜享孝于厥宗用。(M1006:21仲 人盉,《铭续》30981)

两组铜器同墓出土,年代均在西周中期前段,器主分别是倗伯和仲 人,铭文均是器主为其妻

作器,让其日夜祭祀,子孙永宝。除了人名、器物自名不同 (倗伯为芮姬;仲 人为 姬)以及盘

盉铭文末句多了 “享孝”两个字之外,其余内容全同。倗伯与仲 人应该有密切关系。墓主倗伯无

疑即是倗氏宗子。“仲 人”之仲为排行,表明其为庶子,因此二者很有可能是兄弟关系。⑤仲 人

为其妻作祭器模仿宗子倗伯书写,两篇铭文或出自倗氏家族同一书写专家之手。⑥ 小宗的仲 人作

器出在大宗的倗伯墓中,这也是大宗在作器方面强大影响力的表现。
若将目光放到整座墓地,叶家山曾侯谏作器的不同流向,似亦可视作大宗 “分器”的情况,前述

曾侯谏器不能排除在宴飨时被宗族成员共同使用的可能,若由此进一步联想,则宗族成员宴飨使用的

曾侯谏器,一方面其铭文确实与器用环境存在疏离的情况;另一方面其又与单纯加入器用组合的外来

器物不同,还蕴含着大宗宗子即曾侯,对整个宗族祭祀、作器等诸方面的管理权。大宗管制小宗作器

或赏赐小宗礼器,体现出通过规范青铜礼器的器用以强化宗族祭祀、强调尊祖敬宗以增强宗族合力的

作器意图,二者结合更是构成了整个西周时期贵族宗族礼制下青铜礼器器用的综合图景。

六、余论

青铜礼器的使用遍见于商周贵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

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⑦ 周人重礼,丧祭为重。墓葬青铜礼器的器

用自然是了解商周礼制的重要途径。这些在墓葬中共存的青铜礼器,均应属于广义上的遣器。然而我

们经常在墓葬中发现同一套器物组合可能包括形制、风格不同的器类;往往也可以见到不同铭文的铜

礼器共同在一座墓葬中使用;另一方面相同铭文的器物不仅可以跨越器类,还能够在同一墓地甚或不

同地区的多座墓葬中出现。这些青铜礼器应该有不同的来源,在其最后作为遣器入圹使用之前,还可

能是赗赙、媵器甚至是宗庙祭器。⑧ 它们共同反映出墓主以及丧家的社会关系甚至是族群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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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作遣器、赗赙、媵器和分器的粗浅分类,着眼点是青铜礼器在入葬之前阶段的使用情

况,实际问题可能会更复杂,比如西周早期有些赗赙器不能排除是 “分器”所得,也就是说在被赗

赙之前,它们仍旧具备在当下阶段的器用功能。另一方面,这个分类不是共时的,若从时代来看,
如族氏铭文在周初贵族墓葬中的大量出现,就与周人翦商的行动息息相关;又如媵器在两周之际至

春秋时期最为盛行,这与春秋时期婚姻关系几乎成为诸侯国之间最为频繁的外交政治活动这一社会

现实是分不开的。这些器物来源与作器意图的演变趋势,其实是和墓葬整体器用组合、青铜器自身

发展、演变的轨迹是一致的。
分清同墓所出组合器物各自的来源与不同的器用功能,墓主自作器作为核心组合的器用功能就

会凸显。例如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以酒器 “觚、爵”为核心,觚爵的套数反映了墓葬等级与社会

关系变化。① 而西周早期周人贵族自作器则以鼎等食器为核心,如叶家山随葬礼器组合中外来器物

虽占有相当的比例,但不难注意到,这些青铜器多为酒器之属,鼎、簋等铭有 “曾侯”的器物,显

然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② 这种器用现象与殷、周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存在关联。③ 换言之,无论

是拼凑还是自作,墓葬随葬铜礼器的整体组合体现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而核心组合所具有的礼

制内涵才是墓主人族群认同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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